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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 刘亚非（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要：为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心理痛苦和同伴支持的中介作用，采用青少

年生活事件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同伴支持量表及简明症状量表，对广西玉林市 293 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

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痛苦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伴支持可以

负向预测心理痛苦，并且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机制中起调节作用，即随着个体同伴支持水平

的提高，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痛苦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进而缓解青少年手机依赖现象。

关键词：青少年手机依赖；负性生活事件；同伴支持；心理痛苦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2）23-0010-06

一、引言

智能手机由于其便携性、即时性和可访问性等

独特功能，在通信设备中起着主导作用，逐渐成为

青少年上网的首选媒介 [1]。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

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 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

比例高达 99.7%[2]。因此，手机使用对青少年发展

的影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手机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但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抑郁、

焦虑、人际问题、学业失败，乃至人们普遍认为的

手机依赖现象 [3-7]。手机依赖是指由于使用手机不

当而引起的一种对个体适应行为产生严重损害的

持续且强烈的需求感和依赖感 [8]。综上，手机依赖

可能会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产生有害

影响，鉴于这些负面后果，有必要系统地探讨青少

年手机依赖问题，探究其潜在的影响因素。

（一）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不良

影响

负性生活事件是一个被广泛研究的心理健康

问题和问题行为的风险因素 [9]。负性生活事件指会

让个体产生消极情绪的不愉快事件。 在童年到成

年的过渡时期，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认知功能发

生了快速的变化，此外，他们还面临更多的同伴冲

突、 生活失调和其他应激性生活事件 [10]。 手机的

高度包容性与便捷性使其成为青少年应对心理压

力的主要方式，很可能导致手机依赖问题 [11]。何安

明、万娇娇和惠秋平 [12] 针对青少年群体所经历的

负性生活事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

会导致青少年成为手机依赖者，进而影响其心理健

康。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 H1：负

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即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越容易产生手机

依赖问题。

（二）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往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负性生活事件

和手机依赖之间可能并不是只存在直接关系，心理

痛苦可能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心理痛苦用于

描述个人焦虑、抑郁和情绪不安等不舒服的感觉，

反映了心理健康的一种内部状态 [13]。 一般压力模

型的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假设，遭遇负性生活事件

的个体会产生消极情绪，个体为缓解这些消极情绪

会表现出一些非适应性行为或成瘾 [14]。 已有研究

指出，负性生活事件增加了个体后期发展中出现情

绪和行为问题的风险，那些经历更多负性生活事件

的青少年更容易表现出心理痛苦症状，如焦虑和抑

郁症状 [15-16]。此外，心理痛苦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可

能试图通过使用智能手机来缓解他们的负面情绪。

Park、Kang 和 Kim[17] 认为，多数个体在遭受心理痛

苦后，会寻求自我安慰，而手机就很好地给予了个

体寻求自我安慰的途径，个体也因此很容易将手机

视为缓解心理痛苦的应对选择，进而激活内在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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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心理。这与一项来自印度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

调查了 415 名 8 到 10 年级有个人手机的学生，结果

表明，65.78% 的参与者报告， 手机可以帮助他们

应对不良情绪（如自卑、无助、内疚、焦虑、抑郁

等）[18]。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提出假设

H2：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痛苦在负性生活事件

和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对青少年的手

机依赖问题产生长期影响。

（三）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随着个体进入青春期， 他们与同龄人在一起

的时间多于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在这个发展阶

段，青少年从朋友那里获得支持的需求也日益增

加。同伴支持是指青少年与同龄人互动过程中，感

受到情感上的关心、 陪伴与帮助 [19]。 高水平的同

伴支持可以缓解青少年所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相

关的心理痛苦水平。特别是高中生，学校是其学习

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伴的支持对这个群体尤为

重要，因为与其他类型的社会支持相比，同伴支持

更容易获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同伴支持是缓

解心理痛苦水平的重要因素 [10，20]。关于同伴支持

可以缓解心理痛苦水平的机制，研究人员提出了

两种观点。一种是补偿模型，认为同伴支持通过对

心理健康结果产生直接但相反的影响，直接减少

或抵消风险因素造成的不利结果 [21]。第二种观点

是保护模型，认为同伴支持可以缓解负性生活事

件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21]。 鉴于此， 本研究提

出假设 H3：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伴支持在负性生

活事件通过心理痛苦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间接

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将使用三波数据来考察 T1 负性生活事

件和 T3 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1）考察这种关系

是否会被 T2 心理痛苦所中介；（2）我们还探讨了

T1 同伴支持是否会调节 T1 负性生活事件和 T2 心

理痛苦之间的关系。（见图 1）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过程

对广西玉林市高中生的手机依赖情况进行了

三次追踪调查，数据采集频率是每半年一次，3 次

测验均以班级为单位统一组织纸笔问卷调查， 且

三次施测均是同一主试。最终三次研究均参加的被

试共有 293 名，女生 184 名（62.8%），男生 109 名

（37.2%），平均年龄为 17.46 岁（SD=0.60），被试的

流失率为 32.79%。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次

研究都参加的被试与流失的被试在第一次的手机

依 赖（F=0.07，p>0.05）、 负 性 生 活 事 件（F=0.01，

p>0.05）和同伴支持（F=0.26，p>0.05）上均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表明被试的流失是随机的，不存在结

构化流失 [22]。

（二）测量工具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在 T1 时点，采用改良版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

表， 评 估了 负 性生 活事 件 的五 个方 面， 包 括人 际

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与适应 [23]。

要求被试对所描述的事件对自己的影响程度进行

Likert 5 级计分，从 0（“没有影响”）到 4（“非常严

重”），如“考试失败或不理想”。本研究的克隆巴

赫 α 系数为 0.89。

2.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在 T1 和 T3 时点，采用手机依赖指数（MPAI）

的中文版来测量手机依赖 [24]。该量表基于英文版量

表，共 17 个题项 [25]。包括四个因子，即失控性、戒

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从 1

（“一点也不”）到 5（“总是”），如“当你感到孤独

时你曾用手机与人交流”。在本研究的两次测量中，

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均为 0.91。

3. 同伴支持量表

在T1时点，采用改编版的肖水源 [26] 修订的“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来测量同伴支持，共 8 个题项，

如“你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

友”，分数越高表示同伴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的

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77。

4. 心理痛苦量表

在 T2 时点，采用简要症状清单中用于测量抑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假设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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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和焦虑的两个分量表，分别有 6 个题项 [27]。已有

研究表明，抑郁与焦虑存在高度相关（r=0.84），在

本研究中， 将这两个维度合并成为心理痛苦这个

指标 [28]。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从 1（“根本不”）到

5（“极其严重”），如“感到恐惧”和“感到前途无

望”，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感知到的心理痛苦水平越

高。本研究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3。

（三）统计分析

研究使用 SPSS 26.0 和 Amos 23.0 对纵向数据

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所进行的数据分析程序包括

Harman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

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控制 T1 时间点的手

机依赖。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采用自我报告法，可能会产生共同

方法偏差效应，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

检验。结果表明，共有14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

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0.08%，小于临

界标准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

偏差 [29]。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如表 1 所示。T1

负性生活事件与 T2 心理痛苦和 T3 手机依赖呈中等

程度的显著正相关；T2 心理痛苦与 T3 手机依赖呈

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三）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

采 用 Amos 23.0 建 立 了 一 个 中 介 模 型 来 检 验

T2 心 理 痛 苦 在 T1 负 性 生 活 事 件 和 T3 手 机 依 赖

之 间 的 中 介 作 用。 该 模 型 拟 合 良 好：χ2/df=2.613，

p >0.05，S R M R =0.064，C F I =0.927，T L I =0.903，

RMSEA=0.074。结果显示，T1 负性生活事件能正向

预测 T2 心理痛苦，T2 心理痛苦也能正向预测 T3 手

机依赖，而 T1 负性生活事件对 T3 手机依赖的预测

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路径：

T1 负性生活事件→ T2 心理痛苦→ T3 手机依赖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 [0.03，0.23] 的上、 下限不

包含 0，表明这一路径中介效应显著。

（四）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同伴支持是否在“ 负性生活事件→

心理痛苦→手机依赖”这一中介机制中起到调节作

用， 将 T1 同伴支持及 T1 同伴支持与 T1 负性生活

事件的交互项引入中介模型， 检验同伴支持是否

调节了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痛苦之间的关系。 该

模型拟合良好：χ2/df=2.062，p>0.05，SRMR=0.057，

CFI=0.957，TLI=0.944，RMSEA=0.060。 结 果 显 示

（ 见 表 2），T1 同 伴 支 持 能 负 向 预 测 T2 心 理 痛 苦。

T1 同伴支持与 T1 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对 T2 心

理痛苦的影响显著（见图 2），这说明 T1 同伴支持

在 T1 负性生活事件通过 T2 心理痛苦影响 T3 手机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1.T1 负性事件 2.19 0.64 1

2.T1 同伴支持 2.87 0.47 -0.11 1

3.T2 心理痛苦 2.12 0.82 0.20** -0.04 1

4.T3 手机依赖 2.57 0.73 0.19** -0.04 0.30** 1

  注：n=293，*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同伴支持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T3 手机依赖 性别 0.08 1.48 

T1 手机依赖 0.58 9.81***

T1 同伴支持 -0.19 -2.45*

T2 心理痛苦 0.26 3.98*** 

T1 负性生活事件 -0.07 -0.99

T1 负性事件 ×T1 同伴支持 0.3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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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这一中介过程中作为调节变量而存在，并调节

了该中介过程的前半条路径。

然后，将同伴支持得分正负一个标准差作为高

低两组，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见图 3），结果表明，

随着个体同伴支持水平的提高，T1 负性生活事件

对 T2 心理痛苦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四、讨论

研究采用三波数据的纵向设计， 构建了一个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手

机依赖之间的纵向关系。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可能会出现手

机依赖问题，而这种联系可能由心理痛苦介导。此

外，同伴支持可以补偿和缓解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

痛苦的影响。这些发现丰富了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文献，也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的手机依赖问题提

供了理论支持。

（一）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负性生活事件对手机依赖

的直接作用，本研究通过追踪研究的方式考察了负

性生活事件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在

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个体会因为后续心理痛苦水

平的增加进而加剧手机依赖现象，说明心理痛苦是

联结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关系的

重要“桥梁”。早期发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可以通过

增加青少年的心理痛苦程度来增加他们手机依赖

的风险，这与假设 2 一致 [30]。研究结果显示，青少

年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可能导致焦虑、 抑郁症

状。对他们来说，使用智能手机可能是一种有效但

不健康的暂时的放松方式，其中的依赖性的不良风

险极易被忽视与掩盖。有研究也发现，青少年手机

依赖现象反映的是一种超出建立社交关系的动机，

可能是青少年用来调节情绪的一种不良应对方式，

如减少无聊感、压力、焦虑等，即通过手机网络来

缓解日常生活压力事件所带来的紧张体验和消极

情绪 [31]。我们的发现表明，帮助年轻人发展情绪调

节技能，以缓解由负性生活事件引起的负面情绪，

将有助于减少手机依赖问题。

（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对于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而言， 揭示

不同社会支持缓解其负性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具体

图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图 3  T1 同伴支持对 T1 负性生活事件与 T2 心理痛苦之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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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对于促进其在逆境下的积极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结果表明，同伴支持不仅可以通过对心理痛

苦产生直接但相反的影响来补偿负性生活事件对

心理痛苦的影响，也可以在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

痛苦的负面影响中起到保护作用，即随着个体同

伴支持水平的提高，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痛苦的

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这与假设 3 一致。以往

研究也发现，来自父母、教师和同龄人的社会支持

不仅可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减少他们对压力

的感知，而且还可以降低心理痛苦水平 [32]。此外，

以往研究表明，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同伴支持

水平较低的人比同伴支持水平较高的人心理痛苦

水平更高 [33]。 因此， 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但拥有较

多同伴支持的青少年报告的心理痛苦水平比较少，

即当经历负性事件时，良好的同伴支持系统可以

降低负性事件引起的心理痛苦，进一步缓解手机

依赖问题。

研究的结果让我们对于手机依赖的本质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 手机依赖其实是青少年应对压力

和负性情绪的一种缓解和逃避的方式。一方面，教

师、家长及社会工作者在关注高中生手机使用方式

和内容的同时，应该努力在创造良好氛围、避免严

重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同时，教授青少年调节负性

情绪的方法与策略，从源头着手，引导高中生健康

使用手机，将高中生手机依赖的风险降到最低。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动员和培养个人的力量，增加可

用的外部保护因素（如同伴支持），缓解高中生的

手机依赖现象。因此，这项研究强调了系统性干预

的必要性，不仅要减少负性生活事件，而且要增强

保护因素。

综上，研究探索了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手机

依赖的作用条件和机制，为社会、学校心理服务提

供者开发有关高中生手机依赖问题的干预方案提

供了方向。但仍有欠缺之处，主要为两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是基于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可能存

在与文本理解和社会赞许相关的误差，未来的研究应

该使用多种调查源和数据收集的方法，以更全面地考

察负性生活事件导致手机依赖的复杂过程。

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来自同龄人的社会支持，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关注青少年其他可能的保护因

素，如自我效能感、学业成就、教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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